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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 2012底在太平洋時報一 篇題為＂加氯器的故事＂一文中, 筆者曾報告早期在台灣工作期間受騙及被偽造文書的不快事件.  幾位讀者回應, 除對筆者深表同情外, 並鼓勵筆者如有其他不爽事件和經驗, 應該繼續記錄下來.  因此筆者再提筆寫這篇大昌案回顧. 這是有関筆者早期在台灣工作, 承辦一件空氣汚染公害糾紛處理過程中, 被權貴高官和民代懐疑本人貪汚並險遭監察院彈劾的故事.  雖然事件巳過了將近半個世紀, 但這段經歷, 筆者至今難忘. 從新提起這件往事, 並無反平之意, 只想透透多年來累積心中的抑鬱, 並和大家分享經驗而已).
 一九六零年代台灣經濟起飛.  隨著工業發展, 環境汚染, 特別是河川和空氣汚染,                                   日漸嚴重, 而業者和附近居民因河川汚染或空氣汚染引起的公害糾紛事件, 時有所聞.  當時在台北縣新店附近一家巳運作多年的"大昌公司" 肥皀粉製造廠, 即被附近”明德新村”居民指控為空氣汚染, 特別是"硫化氫" 的汚染源. 這件糾紛案之所以特別引起政府相關單位注意和關照的原因, 是居民不是一般老百姓, 而是當年的盬察委員, 立法委員, 和國大代表. 換句話說”明德新村”是政府為這群權貴高官特別規劃興建的高級住宅區. 
一九六四年本人獲WHO資助, 前來匹茲堡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 研習工業衛生和空氣污染等等相關課程. 按WHO 規定, 學成後必須回國服務, 至少三年.  一九六五學成回國前, 經WHO安排, 順道參觀洛杉磯, 東京等大都市空氣污染控制的相關業務, 回台後被調派至省政府衛生處第二科(工業衛生科)服務. 按當時的編制, 衛生處屬下設有台灣省環境衛生實驗所(簡稱環衛所), 掌理全省食品衛生, 空氣污染(第四組)等等環保相關事務. 當時的省主席是黃杰將軍,衛生處長是公共衛生行政專家許子秋醫師, 環衛所的所長是台大衛生工程教授, 也是我的恩師許整備博士, 衛生處第二科科長是公認的經驗豐富, 頗有迫力, 公共衛生老前輩郭春峰醫師.
本人剛進衛生處工作不久, 就聽說明德新村的居民埋怨大昌廠洩溢的廢氣, 特別指出硫化氫, 影響他們的健康, 向省主席請願, 要他關閉或遷移大昌廠. 可惜雖然省主席是全省的最高首長, 他卻無直接關廠的權力, 逐將這個皮球踢給專管工業的建設廳. 建設廳認為本案與健康有關, 就將皮球再轉踢到掌管全民建康的最高機構衛生處, 要求協助評估明德新村附近空氣中的硫化氫濃度對居民的健康有無影響. 明知評估結果將是決定大昌廠是否關閉或遷廠的重要考慮因素, 衛生處責無旁貸, 接下了這項吃力不討好的任務, 成立專案工作小組, 由環衛所(第四組)主導空氣測定, 衛生處(第二科)評估測定結果, 科長並指派本人為承辦人. 許處長認為這樣的職責分配, 如同醫療方面, 檢驗員只分析血尿等等檢體, 而檢驗結果的數據對患者健康的意義, 則應由醫師評定. 大家認為這是非常洽當的安排.
深知這次測定和評估的重要性, 工作小組的每位成員都自我期許, 在當時現有的技術和設備與有限的資源下, 要將交待的工作盡量做好. 測定細節得到共識後, 工作團隊隨即前往現場實地堪查, 了解真像.  依據生產流程和廠方的日籍技術顧問展示的專業文獻, 廠方否認居民的控訴, 但並不反對硫化氫的測定.  為求得測定結果的代表性, 台北縣政府下令測定當日, 生產必須正常運作, 但次日務必馬上停工, 借以暫時消減居民的抗爭, 待評估結果無害並經縣府核準方能復工.  廠方同意後, 要求衛生處盡早告知測定結果. 跟據陽光作業理念, 本人當場答應.  沒想到這個允諾, 後來卻變成權貴高官的抗爭者指責我的藉口, 說我失職, 犯了行政程序不當的大錯. 他們認為測定結果應列為機密文件, 不該通告業者. 這種黑箱作業的作風, 我至今無法贊同.
在糾紛雙方和相關單位代表監視下, 工作團隊隨即展開空氣測定.  幾天後衛生處接到環衛所呈送上來的測定報告, 本人奉派為評估承辦人.  為盡量避免錯失, 我再次詳查硫化氫相關法規和翻閱其他有關硫化氫對人體影響的資料.  硫化氫是一種具有腐蛋味, 無色, 刺激性氣體, 除來自某些化工廠外,也可能來自污水道, 廢水處理廠, 豬舍, 牛舍等等設備.  人暴露其中, 在低濃度時除會聞到臭蛋味外, 還會刺激眼, 鼻, 呼吸道等等器官, 在高濃度時很快就會死亡. 為了避免對人發生任何負面影響(Adverse Effects), 美國加州洛杉磯在一九六二年頒佈的空氣品質標準中, 規定硫化氫的濃度, 一小時連續測定的平均質不得超過0.1ppm. (註: 氣體在空氣中的濃度通常以ppm為單位).
記得當時空氣測定的結果發現明德新村附近硫化氫的濃度遠低於0.1ppm. 大昌案發生時, 台灣尚未頒佈任何空氣品質標準法規, 要評估這個測定結果對附近居民的影響, 可說於法無據.  經主管同意, 決定採用洛杉磯的標準,作為本案評估的基楚.  由於糾紛雙方極端對立, 本人在草擬評估結論時, 以不失保健的立場 ,盡可能引用適當的辭句, 以免刺激任何一方.  文稿經科長, 主任秘書, 和處長層層審閱, 咬文嚼字, 修改又修改, 終於擠出了大家共識的公文概要, 即 明德新村附近空氣測定結果, 硫化氫的濃度, 對人體似乎不至發生不良影響.
公文一出馬上引起相當震撼. 廠方未經縣府核準就立即復工, 並要求政府賠償停工期間的一切損失.  監察院也隨即成立專案調查小組, 他們懷疑本人向廠方收賄, 袒護廠方, 認為測定結果雖然低於洛城標準, 對人還是有害.  忿怒之餘, 要求許處長, 許所長, 和承辦人(本人) 前往監察院說明詳情, 我們當然尊命了.  臨行前, 處長叫我到他辦公室, 很誠懇而嚴肅的告訴我, 監察院要修理我了, 繼而問我有無向廠方收賄. 我說請處長相信, 絕對沒有.  他說沒有就好, 一切免驚了.  
監察院調查小組由明德新村的居民監察院副院長, 一位立法委員, 一位國大代表, 和另外一位監察委員組成, 由副院長領軍查問.  臨行前 ,我帶了那份之前訪問洛杉磯時索取的該市空氣品質標準法規, 和一大堆相關資料, 信心滿滿, 準備將有問必答.  沒想到這幾位LKK高官進們後, 那位副院長就忿怒的指向我, 要處長開革(撤職之意)我, 指出我可能收賄才袒護廠方, 公文副本送給對方, 犯了行政程序錯失的大錯. 處長回應, 他相信我的清白, 並說如果我 犯了任何行政錯失, 他願全部負責.  當時我真怕, 他們過份激動, 如果身體出狀況, 說不定也要怪我了.  雖然他們不斷指出我種種錯失, 最後卻客氣一番的說,  工作團隊, 大家辛苦了.
調查結束走出監察院, 以為一切平安無事了.  沒有想到沒過幾天, 報紙刋出了這件公害糾紛的始末, 並説監察院要彈劾衛生處那位涉嫌收賄和犯了行政程序錯失的承辦人.  雖然沒有指名道姓, 衛生處很多同仁, 都知道這支箭的目標是誰了.  聴說還有人誤以為我這個菜鳥仔公務員, 原來是個年青的貪官汚吏, 無形中嚴重傷害了我的形像和人格, 心中甚感不平和無奈. 見報後本人已有心理凖偹, 可能隨時有品嚐無辜被彈劾的苦味. 也許後來調查小組對本人涉賢收賄事, 查無實據, 或是調查時許處長説相信我清白, 並且要負起全部行政錯失責任的聲明感動了他們, 彈劾一事, 到後來我離開衛生處時一直沒有下文.
評估的事告一段絡了, 可是糾紛的事仍然継續燃燒, 大昌廠的運作仍然日夜不得安甯. 我請示處長是否要重新評估一次, 他說不必, 因為這件糾紛已經變成政治案件了, 不是技術層面可以解決的問題.  最後大昌廠請求台北縣政府資助, 自動遷廠了. 至於政府花費多少公帑才擺平這件糾紛, 本人無權過問, 也就不知道了.
承 辦這件公害糾紛的無端受辱, 和處理其他案件所遭遇到的不快經驗, 深深打擊了我當初回國, 想在專業領域為台灣做點事的雄志. 我發現在當時一黨專治下, 除非加入國民黨, 或與眾同流合汚, 否則很難有升遷的機會或發展的空間. 因此,  一九六八年我毅然辭去衞生處的股長職位, 再次來美深造.  台灣公務員的生涯到此畫下了句㸃.

感想:  四十多年前參與這件公害糾紛的評估, 雖然險遭彈劾, 但是卻從中得到了一個寶貴的經驗.  一個人只 要問心無愧, 公公正正, 清清白白, 憑良心作事, 就不怕夜半鬼敲門. 願與大家共勉之. (筆者為大紐約區台灣人筆會理事)


